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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 80年代后，受到解构主义对现代化反思的思潮影响，西方发展研究中兴起的后发展研
究理论流派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了反思，产生了以研究“发展如何失败的”后发展研究理论流派，
这类研究旨趣集中在对西方发展援助体系生产的知识的反思与批判上，其主要研究进路是“通过考
察发展话语来揭示第三世界中第一世界的知识的权力化”［1］75，这一流派认为发展机器依靠发现与制
造“异常”来提供发展干预的合法性，［2］45-46通过发达、欠发展、发展的话语形成的“知识真理”来
规训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发展官僚体系的理性来抽取发展事实，忽略了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

从而导致了发展项目的失败。［3］无疑，后发展理论应用话语—权力分析视角，对发展机器的解构与批
判是深刻的。但是这样的分析也存在着对发展权力关系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即将发展干预的两方—
援助者与受援者分置于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中。从而呈现出一种发展对象任由权力宰制，无力反抗
的发展虚无化叙事倾向。而在这种叙事中，作为新兴援助国的任何援助主体，只不过是另一个西
方，从而继续在“殖民与被殖民”的闭合权力环中行走，可以说近期兴起的对于新兴援助国发展实
践的批判与怀疑，［4］［5］［6］［7］无疑不隐含了西方反思自身时刻所产生的对发展权力的担忧。
与此相对，中国的发展援助有着一套完全不同西方援助实践理念。西方的援助核心是现代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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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普世性“想象”，以及基于想象所生产出的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知识，而很少讲他们正在实践
的政策或做法直接介绍到第三世界国家。［8］而我国的发展援助实践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已有的“从贫
到富”的真实发展经验，将中国经验向广大的南方国家进行平行经验的转移，因此我国许多学者对
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持乐观态度。［9］［10］［11］［12］其中针对农村的发展经验，李
小云等指出，中国在 20世纪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减贫的经验可以为现阶段的非洲所学习。［9］安春英认
为中国通过发展农业促减贫，改善经济结构低度化等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或多或少的适应

性。［10］但与这种乐观态度相对，学界目前缺少对于微观层面经验如何转移，非洲如何接纳的本土化
过程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一个个案切入，以“同意”概念为分析框架，对非洲如何接纳中国的农
村发展经验进行分析与呈现，以厘清中国经验的平行转移是否真的在非洲落地生根的问题，为未来

的探讨提供经验的支持。

二、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为马克思学派的研究者，布洛维在吸收葛兰西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中提出的同意的概念，［13］506-507

将其应用分析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生产过程中由“超额游戏”“内部国家”等形成
的资本建立工人对剥削的“同意”机制的洞见。［14］193笔者认为同意（consent） 这个概念实际上描述
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探讨的问题是底层对于上层意识形态是否经由互动，经由哪种互动形

成主动认同的过程。以这种视角来对援助项目过程中本土与外来的权力互动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
可以弥补后发展研究中对权力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同时也可避免强调个人主义的能动性（A－
gency） 的非结构主义的发展研究中的个人主义导致的发展叙事过度泛化复杂的问题。［15］1-5［16］11-16因
此，笔者以“同意”为本文的分析框架，以项目中的日常管理互动为分析视角，对以转移中国农村
发展经验的坦桑某扶贫项目，进行同意是否建立，怎样建立的制造过程进行深描，以期回答上文中

提出的中国经验如何转移到非洲，对非洲是否恰适的问题进行回答。
正如布洛维、斯科特等人在承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研究中所展示的，一个细致的展示日常的

微观观察，对于展现复杂的同意制造过程是恰适的。同时使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援助
项目进行研究，对于弥补中文世界中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宏观叙事从而忽略地方微观层面的发展

叙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因此，笔者针对坦桑尼亚某村级减贫项目的个案，以人类学田野调查
方法，对坦桑尼亚的 P村进行了为期 4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中对于数据的收集具体采用参与式观
察法与半结构访谈法。调查期间笔者挑选了未参与项目的村民 Mu、项目村落管理人 Ho、参与项目
村民 Sa等农户家中居住，以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访谈中主要针对参与项目的普
通村民，项目的村落管理人以及未参与项目村民围绕项目过程、项目感受、项目评价及村落本土农
业知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中，笔者使用语言为英语，还雇用了当地村民 Mk先生协助翻
译为当地的斯瓦西里语从而开展具体的村民访谈工作，田野作业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7-10月、
2016年 5-6月。

三、平行转移：中国经验在 P村

P村位于坦桑尼亚 M省 K县 R乡，距离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约 300公里，距离
省城 120公里，距 K县城 30公里。目前，P村作为行政村，辖区内共有 4个分村（Sub-village）。P
村的内部设立有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通过定期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以村主席、村委会、自然村村长
为核心的“村干部”；同时，地方政府还设立里村级行政长官、农业技术推广员以协助并管理相关
的村务，这些人员属于政府委派，是独立于村自治组织的地方政府组织的一部分。

2011年至今，在中国某扶贫机构的支持下，P村开展了农村扶贫综合发展项目，项目的主要内
容包括援建基础设施：减贫学习中心、公共饮水管道、村级道路的建设，这些设施与 2012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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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场。除此之外，项目还围绕玉米的种植展开了中国技术示范与推广，在完成了基本设施建设
后，玉米种植示范自 2012年到 2016年为止已经连续开展了 4年，并成为项目的主要内容。每年的
玉米种植示范的开展方式为自村内每年选取一定量的村民作为示范户参与项目技术培训，示范户自

主选择自有的 1英亩土地作为项目示范田来按照项目培训技术要求进行玉米种植。P村项目围绕玉
米种植示范，推广展开的技术以及管理具有明显的中国经验的特点而与 P村已存的农业生产与管理
方式存在着不同。
首先，在技术上推广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密集生产技术与 P村存在不同。项目使用了中国小农式
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技术，项目的官方话语中将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表述成为中国减贫成功

经验，如项目报告中提到：

“本项目的设计思路实际上是去探讨如何通过学习中国发展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的精耕
细作经验，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生产率，由此来改善营养和增加收入，从而打破这

种土地规模小、产量低、食物不足和贫困的恶性循环。”（《2012年 P村项目实施报告》，
中方专家 Z提供）
项目所要推广的中国小农式“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背景同我国自身的农业耕地与人

口的紧张关系密不可分。人地关系的紧张，直接促成了在单位面积过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的耕作方
式，小农所面临的生计压力，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高度集约化的“内卷”。［17］ 304学者韩毓海指出：

“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费尽心
力、殚精竭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18］但对于 P村而
言，“无地可种”从来都不是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 T国的人居可耕地面积为 0.27公顷，
而同期中国的人均可耕面积仅为 0.08公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中国的 3.375倍。在项目开展地的
P村，截至 2012年，耕地面积达到了 2351公顷，家户数量仅为 564户，共 2011人，人均耕地面积
达到 1.17公顷，P村农户通常耕种着大面积的约 2-4英亩的土地，笔者访谈过程中也并没有村民提
及自己面临着“无地可种”的局促。因此，P村同中国经验背后的人地关系的根本不同，是项目所
推行的“精耕细作”的中国经验同 P村的生产状况的异质性的本因。
其次，在管理上强调 P村的村干部对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权与 P村村落农业生产的管理方式不

同。项目宣称在管理中引入了中国式的“干部带头”的管理方法，P村的村领导以及村级政府官员
按项目要求自动成为示范户，并且承担着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活动。对于村干部带头的管理方式的
确立，项目中方专家在实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在这项经验的引入过程中，项目的中方专家在项目

实施进展报告中描述到：

“2013 年的种植示范共有 31 人参加…参加项目的示范户是由该村的村管理委员会
（Village Committee） 内部研究决定的…开始并没有村民小组长，后来项目与村秘书和村主
席讨论，双方同意把村民小组长加入进来，这样小组长也有积极性来组织和协调参与农户

来按项目要求进行示范活动。这是咱们项目学习中国的经验，即干部带头参加项目…我补
充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监督农民遵守项目的示范技术方案（即品种、密度、施用化
肥和加强除草），U说“这是一个两国政府合作项目”，可以由技术员培训村干部、村民小
组组长，然后由他们再去监督示范户的村民，保证她们严格遵守项目示范方案。”（《P村
2013年 1-4月项目实施进展报告》，项目中方专家 Z提供）
而对于 P村即使追溯到该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造-乌贾马（Ujamaa） 运动时期，该村村级政权
实际上对村民的农业生产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干预。学者戈兰·海登（G·ran Hydén） 指出乌贾马运动
在实施过程中不但对农村的阶级改造是失败的，而且在生产方式方面的改造也是失败的。 ［19］205在
中国农村合作社时期发生的大规模集体劳作、村集体管理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
在坦桑尼亚的 P村出现。在项目展开之前的 P村，村民的农业生产原本是家庭“私事”，访谈中的
示范户这样表示：“在项目之前，只有我和丈夫通过家庭的讨论来商定农事时间等细节，并没有邻
居或领导或者其他人来指导种田。”而项目开展前的 P村，也刚刚派驻了农业技术推广员，农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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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体系并没有建立完善，访谈中 P村的农户也反应“一年见不到几次农技推广员”。可以说，P
村人对于有人指导管理他们种田的形式并不熟悉。
总之，项目不但在种植技术上追求改变，而且对种农业生产的管理方式上也存在着转变。P村
现实与项目推行的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精耕细作、村干部带头”———存在着强烈的差异性，项
目如何对差异性进行管理就成为决定项目成败与否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下文中笔者主要围绕项目的

本土管理过程，对这一问题进行呈现分析。

四、“同意”的生产：村落精英的本土管理策略

如上节所示，中国对坦桑尼亚某农业援助项目其目标在于转移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而这些经

验实际上同 P村的现实存在着巨大异质。但在实际的项目运行中，P村本地的村落精英通过一套本
土管理策略成功地弥合了这种异质性，成功地让示范户建立了对项目干预的同意。

1. 身份策略的建构
村落精英首先围绕项目的示范户身份建构形成了一套身份策略，有效地降低了项目干预监督的

阻力，这套身份策略是通过项目示范户的选举标准以及过程的构建而确立的。在程序上，示范户的
产生是由分村开会以确定推选示范户，并经汇总后报村委会批准同意，由村民遵从民主选举的程序

推选出来的，资质上，项目以管理小组讨论的形式确定了示范户的具体选取标准。对此，项目示范
的技术主管—当地农技推广员在访谈中提到：

“［示范户］首先必须有好地，其次必须努力工作，再次示范户必须参加会议，比如我
们的培训，比如从中国来的领导要开会，他们都要参加。最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示范户必
须能够偿还贷款。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因为不是每项事都是免费给的。会议结束后，分
村的小组领导，会向村民传达会议内容。而后村小组就会开一个开放大会，村里根据这些
条件进行一些推选。”（B，P村农业技术推广员，访谈笔记，2014年 9月 26日）
访谈中，村民对于怎样成示范户的描述中，普遍谈到了示范户的公开选举过程以及选举条件。
这其中 “勤劳”“土地”“能参加培训”是广泛提到的三个条件。在不同的示范户的表述中，村
民还使用“有一块地，无论是租的还是自己的”，“离村子不太远”等来具体解释这一标准的含义。
“能参加培训”则丰富成为“能够参加会议，并且遵从项目建议”、“能执行项目所推荐的培训技
术”这样的表述。虽然每个人对标准的内容表述略有不同，但是考察以上几项标准，土地与能够参
加培训与项目会议并不能构成示范户选取中差异化的选取条件。P村农户不面临着中国式的人多地
少的局促，大部分农户都有地可种，访谈中并没有村民提及自己面临着没有地种的局促；同时，所

有具有参与项目意愿的村民都可以做出“能够参与项目培训以及会议”这样的承诺。因此“勤劳”
就成为这三条标准中重要的能够构成差异化的标准，并通过公开选举示范户的过程，勤劳构建了一

种项目的形象，示范户的勤劳形象也得到了社区的形式化认可。
实质上，勤劳的形象的内涵是一种示范户身份内涵的建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

厘清被参与项目的村民普遍认可的“勤劳”的身份内涵。但访谈中，对此重要的标准，并没有示范
户对此作出过多的解释。但访谈中项目的监督人—P村的村主席 A女士—提起了什么是“懒”的含
义。“懒”这个词首先出现在村主席 A对项目活动奖品的更换的原因的解释当中。

P村项目在 2013年取得了增产的成功，并设计于 2013年 7月份举办名为“玉米增产
竞赛”的活动，给予产量最佳的示范户一辆摩托车的奖励，但最终，在仪式上摩托车的头
奖奖励被更换成为了自行车。对此村主席 A在访谈中解释道：“主要原因是产量比较接
近，无法定出谁是第一….其次并没有一个农户完全做到了项目推荐的每一个示范措施，比
如有的没有间苗，有的没有除草 3次，有的不培土，没有一个农户完全遵守了项目的新措
施。” 对于为什么不的原因，村主席 A进一步解释道：“因为他们太懒了，忽略了这些
事。”（A，P村村主席，访谈笔记，2014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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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次访谈中 P村的某分村村长在笔者问及是否有人反对他的项目监督时，他这样说道：
“干农活的时候，有些村民会有说法，说这是我自己的田，根据法律没有权利来管我，
而我会讲这是项目示范，作为项目有必要遵从项目指导。如果不服可能会进一步将农户情
况上报，村里开听证会对村民进行些惩罚。但是目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在选择示范户的
时候就会选择那些工作勤劳，听话的农户。”（H，T分村村长，访谈笔记，2014年 8月 6日）
由此可见，在村干部的具体话语策略中，P村村干部首先利用“勤劳”构建出了示范户的身份，

其次通过“懒”这一话语还建构出了身份边界，不仅将示范户的身份内涵构建成为“勤劳”，而且
还赋予了勤劳以“严格遵守技术”“顺从监督”的含义。由此通过“勤劳”这一话语构建的示范户
的身份，其内涵嵌入了对于异质性干预可能产生的断裂—即技术的遵守与监督的服从的内在弥合。
通过这样的身份策略，村干部实质性减轻了监督的难度。但与此同时，项目对于监督的服从，实际
上正是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可能产生的权力关系的紧张，那么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消除紧张，让村民

真正地认可监督成为村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
2. 监督策略建构
通过“勤劳”的话语构建起的身份策略，在减轻监督难度的同时，也暗含了监督与被监督之间

的对立紧张关系，如何解决成为村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村干部进而将“勤
劳”扩展成为对自身的要求，通过自我勤劳对监督进行阐释，柔化了权力的紧张关系，将监督转变
为了一种互构“勤劳”身份的建立过程。
首先，对项目监督过程的描述中，村干部们通常使用 “经常”“常常”“每天”这样的频率

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勤劳”。比如村主席 A针对项目管理这样说道：“2012年的时候我每天都会都
示范田地进行检查。”C分村村长 M对自己的监督工作做出如此描述：“经常去田里监督，去看人
们在田里所从事的工作是否符合项目的要求。是否减少了间距以减轻工作量，是否除草，是否施
肥。我是主要的监督人，当教授或者农技员在田里的时候，我也是要在场的。”除此之外，T分村村
长 H还认为勤劳的工作使得自己能连续的获得示范户的资格：“在接到领导的指令后，我会常常去
地里检查工作，检查田间的工作，这是我连续三年都能留在项目内的一个原因。”在这样的监督过
程的自我描述中，村干部树立起了勤劳的，甚至是“更加勤劳”的项目形象。
“更加勤劳”监督，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权力压制的含义。在村干部的眼中，自己的“勤劳”监
督是构成了对示范户“勤劳”工作的认可的前提。一名村干部在回答笔者提出“农户对村干部去田
里检查的监督方式的看法是什么？”的问题时说道：

“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很少。在田里勤劳工作的人一般都很高兴，
因为他们的勤劳工作得到认可。”（M，C分村村长，访谈笔记，2014年 10月 8日）
在这名村干部的回答中，村干部与示范户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一种温和的

转变，监督成为一种认可“勤劳”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中，村民的勤劳工作也让村干部获得了一种
尊重感，或者说村民的“勤劳”也构成了对村干部干预监督的“勤劳”的认可。勤劳构建起了一种
相互印证的体系，从而柔化了所谓的干预权力的压制过程。另一位分村村长在访谈中对笔者说：
“我常常去田里访问农户，查看农户是否都顺从了示范步骤。我采用的是更加贴近农户的监督方式，
农户也很尊重我，所以做的很好。”这种尊重感同样也反应在示范户对于村干部“勤劳”的尊重上。
示范户 T在访谈中提及“领导们常常来监督自己的农活的事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挺开心的，因
为这样使得自己和领导们走的更近了。”

3. 同意的内化：从“干部监督”到“自我监督”
主动认同监督并不是同意机制制造过程的全部，布洛维在超额游戏的分析中已经呈现出多干活

成为工人们的主动选择，他们甚至不用监督，而形成推动自己“努力工作”的工作精神。［13］这点也
正是福柯在权力的真理政体与自我规训的探讨中呈现的精妙。［20］343-354同意的确立的本质，在于同意的
内化，也就是从他者监督向自我监督的过程的转变。

2013年、2014年项目相继在玉米生产上取得了“增产”的成功，其中 2013年项目示范户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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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gali Champion”是项目在 2013年举办玉米增产竞赛时使用的竞赛名称，其中 Ugali为当地特有的玉米制成的食物，
为当地的一种主食。

英亩玉米产量达到了 2012年当地农户产量的 3倍。2014年的产量从普遍的每英亩 14-15包的产量
增长到 20多包，而一些示范农户还凭借增产的收入盖起了新房。同时增长的还有参与的示范户人
数，2013年示范户人数 17名，而 2014年就增长了一倍达到了 41名。同时，T分村村长 H还提到，
在 2014年通过分村大会初选想要参与示范的人数就是最终示范户人数的 2倍。项目技术在取得增
产成功的同时，项目推行的技术在社区内部的互动推广开来。
项目的技术扩散，首先是通过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探讨达成的。在访谈中，一名 2014年的示范
户对于自己为什么参加项目的原因时提到自己的女儿曾经参加过示范，且取得了很好的“产量翻
倍”的情况，所以才想要参加项目。另一示范户 T则表示自己会在平时将新技术讲解给其他人：

“我会将技术在田里或者家里讲给结婚的儿女以及上学儿女。同时也会讲述给愿意了
解的邻居。因为 Z老师［中方专家］在培训的时候也说可以将技术尽量地传播给愿意学习
的人。”（T，示范户，访谈笔记，2014年 8月 11日）
除此之外，项目的示范户在田间的生产中广泛使用了雇工的模式，这样的用工模式也让被雇佣

的工人直接获知了新技术的细节。一名村民在访谈中表示：
“在教堂，牧师 H曾告诉过我们关于新技术的事。H说示范项目的新技术可以让很小
的土地收获很多…回家后我也同母亲一起讨论过这些事，但这些新技术最早是帮示范户种
田的时候，示范户告诉我的…今年的收成还好，所以我们打算明年使用一下新技术。”
（E，P村村民，非示范户，访谈笔记，2014年 9月 8日）
其次项目成为 P村的公共探讨的话题，项目不但在党会、宗教场合得到过探讨，并且部分示范
户还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旨在“提醒使用新技术”的自组织。

2013年示范户还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名为“玉米增产竞赛”（Ugali Champion） ①的村民自

组织。作为该组织主席的示范户 T是这样介绍该组织的：
“我是 2013年成立的玉米增产竞赛小组的主席，这个小组成立的原因是为了有一个注
册的银行账号，以便未来申请更多的政府或者其他援助的资助，并且成员一起相互监督提

高新的技术方法的适用。而且每个人都缴纳了一定的费用，用以在银行开户用。这个社团
目前还没有在政府注册，这个点子最早是 W提出的。小组的主要的活动是开会，开会的
内容一般是提醒大伙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农活。”（T，示范户，访谈笔记，2014年 8月 11日）
通过这些探讨，新技术代表的示范项目成为一个“大伙都知道的”项目，访谈中分村 M的村长
对比了本项目以及之前曾在 P村同样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其他项目：

“同其他农业项目，比如某农校的项目相比，最大不同就是示范大伙都知道，培训也
是全村都知道的，而农校的项目总是悄悄的来，范围很小，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现在项
目还有了推广员的帮助，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R，M分村村长，访谈笔记，2014年 9
月 2日）
项目在党会、宗教礼拜、村民自组织的讨论过程中，成为一种社区公共讨论话题。在这种讨论

中，“提醒”“相互监督”成为讨论的主要目的。项目干预中建构起来的项目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已经深化成了一种村民的自我监督，干预中的“监督”内涵成了一种常态，甚至是部分村民的自我
选择，干预在这种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得到了深化与加强。
总之，项目干预中发生的监督与被监督，在新技术产生了效果的前提下，技术干预的权力得到

了认可，并且干预权力在村民之间与村民自组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依靠身份策略与话语策略形

成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对立权力关系，实现了底层认同的同意干预转向自我监督的的权力认同。相互
提醒使用新技术成了村民的一种自我选择，项目的干预在进一步扩散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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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经验推动的 P村援助项目，在“人地关系”及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两个层面上同村庄状
况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干预与被干预的权力紧张感因为这种差异而增强。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P村的本土项目管理者围绕示范户身份以及监督者身份的建构，成功柔化了干预与被干预的权
力关系带来的紧张，建立起了示范户对干预的同意。同时随着项目推行技术增产的成功，干预的同
意进一步加深并内化，使用中国技术推动自身发展成了村民的自我选择。
后发展研究叙事中，通常存在将干预权力关系简单化处理，将外来者与内部人对立起来，并在

呈现中进一步加强外来者如何利用发展知识，加强了发展知识中已有的“殖民与被殖民”“发展与
被发展”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际上，笔者认为这种解构，暗含着对权力的隐忧，而这种隐忧实
际上遮蔽了底层的建构改变能力，天然地将发展项目中的接受方放置在了无权、无力的地位，忽略
了发展干预过程中复杂的互动协商过程。以本文个案为例，同意的建立以及内化不仅是建立在村落
精英对项目的管理策略中的，而且还建立在村民对中国经验的主动认同中、中非遭遇的过程中，通
过项目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发展共谋”，而共谋的建立是中国农村经验的平行转移。
“发展共谋”建立的本质有赖于平等主体之间互动的张力，其基础是去真理化的“权力”。在中
非发展共谋中，去真理化的权力是以经验的面貌出现的，而非“知识”的真理。经验意味着这种方
式过去获得过成功，而是否能够继续成功需要反复试验、实地的检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知识
尤其是发展机器再生产的知识，占据着真理的位置，消弭掉的是互动过程中的共谋张力。进一步而
言，本文中中国经验的成功转移，不仅仅与中国有关，而且还与非洲本土化管理策略密切相关，中

国发展经验的平行转移，并不是一方提出、另一方接受的过程，而是双方在互动中相互学习的过
程。这也提醒了我们在中国经验的平行转移的叙事中，特别要注意不可以“经验”的“普世性”自
恃，一旦“经验”的转移抛弃了试验沟通的互动过程，成了普世性的知识真理，那么即使有“同
意”，这种“同意”也是斯科特分析呈现的虚假意识与实用性服从 ［21］383-407，从而遮蔽了非洲本土抓
取项目、改造项目、管理项目的能动性，陷入同西方一样的“生产真理”的窠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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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CONSENT”：HOW AFRICA ACCEPTS
CHINESE EXPERIENCE OF RURAL DEVELOPMENT? A SINO-

TANZANIA AID PROJE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Lei Wen，Wang Yihuan，Li Xiaoyun

Abstract：Whether China’s experience in rural development can be learned by Africa is the
topic of academic interest，but there lacks detailed analysis in “how to learn”. 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cite a village-leve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executed by China in Tanzani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experience，in Africa，is
heterogeneous，which is patched up by the consent mechanism，constructed via identity strategy and
supervision strategy carried out by African management team，and an internal consensus is built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characterized by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and “led by village-level leaders”，has formed the “collusion
of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 word：Chinese agricultural aid to Africa；consent；parallel experience transfer；develop－
ment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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